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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与
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

潘子纯，马林燕，田蓬鹏，朱玉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凌 712100）

摘要：为分析市域尺度的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以东北三省为例，采用熵值法、ESDA法、空间变

差函数法、Dagum基尼系数法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收敛

趋势展开分析。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2011—2020年呈上升趋势，但发

展水平普遍偏低，仍具备提升空间。（2）东北三省的城乡融合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属性，高高

集聚区集中在辽宁，低低集聚区集中在黑龙江。（3）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基

本呈下降趋势，形成空间差异的来源依次是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超变密度。（4）东北全域

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存在α收敛、绝对和条件β收敛，财政分权、城乡社

区事务支出、人均GDP等因素会对不同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产生异质性影响。基于研究结论，

从采取差异化政策、助推城乡融合均衡发展，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充分发挥空间溢

出效应，关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因素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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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是城市与乡村因功能差异或互补形成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

生关系，并受特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而发生嬗变[1]。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发展经验都表明，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但也

有学者指出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应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可持续过程[2]。就中国而言，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截至 2021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

64.72%，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仍高达 2.5，远未达到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人均GDP与

人均可支配收入渐趋平衡”的目标。随之而来的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城乡资源服务不

均、城乡空间格局有待优化等问题加剧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失衡格局[3-5]。这不但会影响区

域经济尤其是乡村经济发展、在传统户籍制度的枷锁下无法对城乡居民形成经济激励，

更会激化劳动力过剩与资源短缺矛盾，严重制约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及2023年中央一号文

件均多次强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那么，如何重新认识并调整城乡格局，如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摆在中

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面前的关键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已引起学界的深入探讨，现有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涉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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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实践经验与提升路径等[6-8]。在理论内涵方面，随着中国城

乡“割裂—统筹—一体化—融合”关系的演化，城乡融合理论内涵的认知也不断深化[9]。

部分学者认为城乡融合是通过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三产合理分工和城乡经济协

调发展的过程[10]，也有学者侧重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和城乡空间布局协调优化

等方面对城乡融合的概念进行延伸和深化[3,11]。在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多

采用综合指数法[12]、耦合协调度模型[13]、社会网络分析[14]等对国家、单一省域或市域等不

同尺度的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并从基础设施、经济、制度、资源、技术、社会发展

等多角度探寻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15,16]。在实践经验与提升路径方面，现有

文献指出以县域为融合载体，通过实现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双轮驱动”促进城乡融合[17]；

以要素、产业、空间为融合内容，通过加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搭建产业协同平台、推

动城乡空间优化等促进城乡融合[18]；以制度创新为融合保障，通过加快推进户籍改革、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等为城乡融合提供经验[19]。也有部分研究实证探讨了绿色发展、数字

经济、要素配置效率等对城乡融合的影响[20-22]。此外，在东北地区城乡关系研究方面，现

有学者多从城乡系统的关联特征、地域类型及格局演化等方面加以探讨，研究认为东北

地区城乡发展存在明显的圈层结构和区域差异，并指出在发展过程中城市地区起到的作

用要大于乡村[23,24]。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理论层面及实践层面均揭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并

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现有研究将城乡融合划分为空间、生

活、经济、生态等不同维度，但上述划分未能明确回应当前城乡融合发展在生产要素双

向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空间格局协调优化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现实约束，其

是否能充分体现城乡融合的发展导向亦值得深究；（2）现有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的文献大

都集中在全国或单个省域，而针对区域、市域尺度的比较研究还略显薄弱且缺乏多维演

化特征分析；（3）现有研究大都忽视地理空间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承载功能，同时

也未能对城乡融合的空间联系进行深入分析，将空间权重纳入传统经济计量模型的城乡

融合研究相对较少。据此，本文首先基于流空间理论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对

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进行探讨，并将其划分为要素融合、资源融合及空间融合。其

次，选取东北三省为研究区。东北地区各市在 1949年以后及计划经济时期获得高速发

展，但“工强农弱”的发展模式也使得东北三省城乡关联先天不足[23]。自20世纪90年代

以来，东北三省劳动力、资本、科技等要素外流现象愈演愈烈，中心城市不断衰退、二

元结构严重掣肘更导致城乡关系不断恶化，城乡差异亦十分突出，导致东北地区逐步演

化为“问题区域”[24]。故以东北三省34市为研究对象。最后，在对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测度的基础上运用ESDA法和空间变异函数法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运用Dagum基尼系

数分解法探究其区域差异，并选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收敛趋势进行实证检验。这不仅能

揭示市域尺度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问题，为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及东北振兴等提供政

策制定依据，为其他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洞见，更丰富了传统计量方法对城乡

融合问题的单一、静态探讨，有助于为城乡融合的协同、有序、系统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1 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构建

1.1 流空间理论下的城乡融合发展内涵

流空间理论用以分析物质流及非物质流等在不同区域内发生转化及运动的现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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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包括不同主体间发生的单向、双向和多向流动[26]。作为一种区域间相互作用的空间形

态，流空间承载着由人流、物流、技术流、资源流等空间位移所形成的关系与格局[27]。

当前，城乡融合已打破传统城乡独立甚至对立发展的格局，形成了超脱传统地理“场域

空间”的新关系，并最终作用于区域内部中心与腹地（城乡） [14]。从流空间视角看，城

乡融合是一种以要素、资源等的时空流动促使城乡二元结构转向一元，实现城乡等值化

发展的过程，其中要素融合为关键、资源融合为保障、空间融合为载体。因此，可采用

流空间理论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具体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其中，从流空间视角看，要素融合是立足城乡各自地域系统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挖

掘乡村发展潜力及发挥城市带动效应，进而实现资本、劳动力、土地及技术等要素在城

乡间的互通有无、双向流动与平等交换，助力城乡生产生活均衡化发展[28]。资源融合强

调城乡在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公共文化等方面的均等化，通过推动城市相

对发达的公共服务向乡村倾斜及辐射等疏解城乡公共服务堵点，在缩小城乡居民公共服

务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3]。相较体现“城乡要素互动、资源互补、功能互促、空间

互通”过程的城乡融合“空间性”[29]而言，本文空间融合的涵盖范围相对较小，涉及内

容相对聚焦。其主要基于“承载力”视角，反映了城乡融合发展所需的动力支撑，是对

城乡空间结构优化的抽象表达[30]，强调要素、资源流动渠道的畅通性及连续性、流通过

程的平等化及包容化，涵括空间集聚、交通承载、信息承载及生态承载四方面[31]，并具

体表现为人口分布及土地布局的合理化，基础设施、交通网络及通信网络的普惠化以及

城乡生态治理的协同化。要素融合、资源融合及空间融合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合

力推动城乡融合的实现[28]。具体看，要素融合需要资源融合来实现，资源融合亦能吸引

和拉动要素流动；空间一方面是要素融合和资源融合发生的承载体，另一方面也能通过

要素流动及资源共享获得重塑及优化。

1.2 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借鉴现有学者的相关研究[32-34]，并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框架，从要素融合、资源融

合和空间融合三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表1）。指标类型既包括表

图1 城乡“要素—资源—空间”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resources-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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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城乡融合测度指标

Table 1 Indicator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目标

城乡融

合发展

子目标

要素

融合

资源

融合

维度

资本

劳动力

土地

技术

教育水平

社会保障

医疗卫生

公共文化

指标名称

二元对比

系数

固定资产

投资比

非农就业比

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

入比

城乡土地

利用比

人均建设

用地面积

人均农业机

械总动力

科技财政

支出比

城乡教育

支出比

城乡普通中

学师生比

城乡失业保

险覆盖率

社会保障

支出比

城乡千人拥

有医生比

城乡万人拥

有床位比

文化财政

支出比

计算

(第一产业产值/第一

产业从业人员数)/(第

二、三产业产值/第

二、三产业从业人

员数)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乡村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

非农就业人数/农业

就业人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住宅面积/城市

建成区面积

反映土地利用强度

反映农业技术水平

进步

科技财政支出/财政

总支出

城镇人均教育经费支

出/乡村人均教育经

费支出

城镇普通中学师生

比/乡村普通中学师

生比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总人口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

出/财政总支出

城市每千人拥有医生

数/乡村每千人拥有

医生数

城市每万人拥有床位

数/乡村每万人拥有

床位数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财政总支出

指标说明

反映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经济结构

的差异，间接反映城乡资本配置状

况，该值越大，城乡产业差距越

小、农业发展状况良好，能促进城

乡融合

反映城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力

度，若城乡固定投资比越大，则反

映在农村发展建设方面，特别是在

改善基础设施、优化民生工程等方

面获得的支持力度较小，不利于缩

小城乡差距，进而抑制城乡融合

反映城乡劳动力配置状况，该值越

大，说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

力越强，有助于提高农民财产性收

入，促进城乡融合

刻画城乡收入差距及城乡居民财富

剩余与资本累计的差距，能从侧面

反映城乡发展潜力与相对发展速率

反映城乡土地配置效率，能够表征

土地要素联动作用下城乡地域系统

结构与功能的演化

反映城乡技术配置效率，能够表征

技术要素联动作用下城乡科技发展

现状，数值越大，其对城乡融合的

科技支持越强，进而有利于城乡

融合

刻画城乡教育水平、社会保障、医

疗卫生及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的差异程度。若城乡在教育水

平、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差距逐渐缩

小，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文

化等方面投入的财政支出逐渐增

大，则有利于人才、要素等在城乡

间的双向流动，助推“人地物”的

融合，进而促进城乡融合

类型

对比

对比

对比

对比

对比

状态

动力

动力

对比

对比

动力

动力

对比

对比

状态

属性

正

负

正

负

正

负

正

正

负

负

正

正

负

负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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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城乡融合发展现状的状态类、反映城乡融合过程的动力类，也包括反映城乡发展差距

的对比类。从各子目标层分析如下：

（1）要素融合主要考虑资本、劳动力、土地及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选用二

元对比系数、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衡量资本融合，采用非农就业比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反映劳动力融合。此外，分别从土地配置效率及利用强度两视角衡量土地融

合，选用农村住宅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比反映土地配置效率，选用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反映土地利用强度。在技术融合方面，选用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科技财政支出比两个

指标进行衡量，以表征技术要素联动作用下城乡科技要素的发展现状及其对城乡融合的

支持力度。

（2）资源融合主要关注在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能否享有等同的公共服务。选用城乡

教育支出比和城乡普通中学师生比反映城乡教育差异，选用城乡失业保险覆盖率及社会

保障与就业支出占比反映城乡社会保障水平，选用城乡千人拥有医生比和城乡万人拥有

床位比反映城乡医疗差异，城乡公共文化发展则通过文化财政支出占比进行表征。

（3）空间融合在流空间视角下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以空间集聚程度、交通承载

力为基础的实体空间融合，二是以信息承载力为依托的虚拟空间融合。因此，选用人口

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空间集聚程度进行衡量，选用城乡流通网络和地区路网密度反映

城乡交通通达性，并选用互联网入户率和邮电业务总量表征城乡信息通达性[32]。生态承

载力作为空间融合的重要组成，能够促进城乡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并提高城乡资源配置效

续表1

目标

城乡融

合发展

子目标

空间

融合

维度

空间

集聚度

交通

承载力

生态

承载力

信息

承载力

指标名称

人口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

城乡流通

网络

地区路网

密度

绿化面积

污水处理量

互联网

入户率

邮电业务

总量

计算

城镇人口/总人口

建成区面积/行政区

划面积

公路营运里程/土地

总面积

道路长度/建成区

面积

反映区域生态本底

反映城乡资源利用率

城乡互联网入户数/

城乡总户数

城乡邮电业务总量、

反映城乡信息通达度

指标说明

反映某区域人口的空间聚集程度与

分布结构，人口规模聚集通常将伴

随经济在空间的聚集而形成一定的

规模效应，推动地区整体发展，亦

能反映城乡发展活力

反映城市空间扩张的强度与变化、

城市用地空间的有序化程度，亦能

从土地城镇化角度透视城乡发展水

平及其协调程度

反映城乡交通发展程度，地区路

网、城乡流通网络密度越大，表明

交通越便利，越能节约运输成本和

生活成本，进而促进城乡空间融合

生态承载力的提升能有效缓解环境

恶化等现实困境，为城乡要素流动

和产业融合提供通道。前者反映城

乡生态本底，其值越大，对城乡融

合的生态支持越强；后者反映城乡

污染治理效果，指标数值越大，越

有利于城乡融合

间接反映城乡往来便利状况，表征

空间虚拟信息融合，指标数值越大

说明越有利于城乡空间融合

类型

状态

状态

状态

状态

状态

动力

动力

状态

属性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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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进而有助于形成平等共生的城乡地域系统和合理有序的城乡网络结构，故选用绿化

面积和污水处理量表征区域生态环境的发展本底及城乡资源利用效率，以反映其对城乡

融合的支持力度。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熵值法、ESDA法、空间变异函数法、Dagum基尼系数分

解法和收敛模型：（1）通过城乡要素融合、资源融合及空间融合各项指标的信息量来表

征其对目标层的贡献权重并利用熵值法对东北三省城乡融合水平展开测度。（2）采用

ESDA法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展开研究，包含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

是通过比较邻近空间位置观察值的相似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在研究区域内的整体趋势进

行衡量，局部用以描述每个单元服从全局总趋势的程度。（3）采用空间变异函数法对东

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变异影响范围及程度进行测度。（4）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

解法探究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可分解为内部差异、地区间差异及超变密

度。（5）采用收敛模型揭示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异质性的演变趋势，具体包括α收

敛和β收敛，前者为存量概念，采用变异系数衡量；后者为增量概念并分为绝对β收敛和

条件β收敛，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予以检验。方法详情见表2。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研究时序为 2011—2020年，数据来源主要为 2012—2021年《黑龙江省统计年

鉴》《吉林省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

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等。针对少部分数据缺失问题，采用线

性补插法予以补充。东北三省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全域的36个地区。其中，

大兴安岭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因数据缺失严重予以剔除，故研究共涉及地区34个。

3 结果分析

3.1 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

3.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时序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1） 2011—2020年，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普遍偏低。相

较 2011 年，东北三省 2020 年的城乡融合发展得分仅上涨 0.09，涨幅为 28.70%，其中

2017—2020年的增长幅度最明显，并在2020年达到最高值0.40。研究期内东北三省城乡

融合发展均值仅为0.35，除在2015年、2018—2020年外，其余年份得分均低于均值，表

明东北三省的城乡融合水平仍存在提升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得

分在2016年有所下降，从2015年的0.352下降到0.346，原因是东北三省在该阶段进入了

社会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水区，其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仍偏重城市，加之乡村地区

发展韧性较差，拉大城乡差距，进而导致城乡融合发展短暂下滑。但自《推进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颁布以来，东北地区的城乡融合在2017—2020年

已获得长足发展。

（2） 2011—2020年，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逐步缩小。从各省得分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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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辽宁和吉林的城乡融合均值达 0.40和 0.35，而黑龙江的均值仅为 0.29，表明黑龙江

的城乡融合发展相较吉林和辽宁慢，吉林和辽宁的发展水平则较为接近。具体来看，黑

龙江的乡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土地利用效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等指标均低于地区平均

水平。相较辽宁和吉林，其在乡村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仍面临较为严重的问题，制约

着城乡融合发展，故得分相对较低。从具体年度看，黑龙江与吉林的城乡融合发展差距

已从 0.08下降到 0.03，与辽宁的城乡融合发展差距也从 0.10下降到 0.09，表明黑龙江与

表2 研究方法

Table 2 Research methods

测度方法

熵值法

ESDA法

空间变异函

数法

Dagum基尼

系数分解法

收敛模型

模型

标准化

熵值

冗余度

权重

得分

全局空间

自相关

局部空间

自相关

空间变异

函数

总体差异

内部差异

地区间差异

超变密度

α收敛

β收敛的空间

滞后模型

β收敛的空间

误差模型

β收敛的空间

杜宾模型

计算公式

正向： aij = (xij - xij min) (xij max - xij min)

负向： aij = (xij max - xij) (xij max - xij min)

Hj = -1 ln n∑
i = 1

n

Pij ln Pij，其中Pij = aij ∑
i = 1

n

aij

dj = 1 -Hj

wj = dj ∑
j

m

dj

Ui =∑
j = 1

m

aijwj

Moran's I =
∑

i = 1

n ∑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S 2∑

i = 1

n ∑
j = 1

n

wij

Ii =
( )xi - x̄

S 2 ∑
j

wij( )xj - x̄

γ( )h = 1
2N ( )h ∑i = 1

N ( )h

[ ]Z ( )xi - Z ( )xi + h
2

G =∑
j = 1

k ∑
h = 1

k ∑
i = 1

nj ∑
r = 1

nk

|| yji - yhr 2n2Ȳ

Gw =∑
j = 1

k

Gjj pj sj

Gnb =∑
j = 2

k ∑
h = 1

j - 1

Gjh( )pj sh + ph sj Djh

Gt =∑
j = 2

k ∑
h = 1

j - 1

Gjh( )pj sh + ph sj ( )1 -Djh

CV = ∑
i = 1

n

( )Yi - Ȳ
2

n 1
n∑i = 1

n

Yi

ln
æ
è
ç

ö
ø
÷

Yi,t + 1

Yit

= αI + β ln Yit + ρW (ln Yi,t + 1 - ln Yit) + ε

ln
æ
è
ç

ö
ø
÷

Yi,t + 1

Yit

= αI + β ln Yit + ε

ε = λWε0
+ μ

ln
æ
è
ç

ö
ø
÷

Yi,t + 1

Yit

= αI + β ln Yit + ρW (ln Yi,t + 1 - ln Yit)

+δW ln Yit + ε

模型释义

Hj为第 j项指标的熵值；n为城

市个数（个）；Pij为第 i个城市

第 j项指标值的占比；aij为第 i个

城市第 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m

为指标个数（个）

-
x 和S2表示x的均值和标准差；

xi和xj为空间单元 i和 j的属性

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γ(h) 为空间变异函数；N(h)是步

长为h时的样本对数；Z(xi)和

Z(xi+h)是Z(x)在空间位置xi和

xi+h上的观测值

G、Gw、Gnb及Gt分别为总体差

异、内部差异、地区间差异及

超变密度，且G=Gw+Gnb+Gt；

k、n是省份、城市个数（个）；

yji(yhr)是地区 j(h)区域内第 i(r)城

市的城乡融合得分； Ȳ 表示得

分均值。本文对公式进行简

化，详情可参考相关文献[35]

Yit是 i市在 t年的城乡融合得

分； ln Yi,t + 1 - ln Yit 为第 i个城市

城乡融合得分在第 t年的对数增

长量；I是空间单位向量；W为

空间权重；α、β、ρ、λ、δ分别

为相应的待估参数，其中β为收

敛系数。前述公式为绝对收

敛，条件收敛需在公式中添加

拟考虑的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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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省的发展差异呈缩小态势。

从空间视角看，东北三省城乡融合

发展的高值区基本分布在沈阳、大连、

本溪、长春等地，而黑龙江各市处于低

值区（图3）。随着时间演变，东北三省

城乡融合的空间分布也存在差异。在

2011 年及 2014 年，东北三省城乡融合

得分仅在大连、沈阳、本溪、四平等地

出现高值孤点，而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黑

龙江，吉林的城乡融合大都处于中等水

平。相较 2011 年，黑河由于区位偏

僻，城镇发展偏弱等因素，使得城乡发

展水平较低，在 2014 年演化为了低值

区，盘锦则在沈阳、鞍山、营口等城市的带动下，城乡融合得分在 2014 年略有上升。

2017年，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起伏较大。在该时期，辽宁及吉林多数城市的城乡融合

得分均呈上升趋势，并在辽中南城市群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2020年，城乡融合的高值

区仍主要分布于大连、沈阳、本溪等区域中心城市。而低值区主要位于黑龙江的大庆、

齐齐哈尔、黑河等城市，上述城市多属收缩型城市，表现为人口流失和经济衰退，加之

各城市占GDP比例极大的重化工业属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乡村人口的吸纳能力

较低，“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功能难以发挥，对城乡融合的支持力度较弱，故处于低

值区。此外，葫芦岛、朝阳、锦州等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有所下降，上述城市处于

经济转型的改革阵痛期，加之受到疫情等外部风险的不利冲击，乡村发展韧性不足等问

题逐渐显化，进而抑制了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

3.1.2 探索性空间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表3展示了东北三省2011—2020年城乡融合发展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从分维度城乡融合视角看，资源融合与空间融合在 2011 年、2014 年、

2017年和 2020年四个时间节点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二者的全局Moran's I指数保持在

0.16~0.31间，呈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要素融合在2011年、2014年、2017年和2020年

的全局Moran's I指数也为正，但除2020年外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是东北三省当

前仍处于集聚经济增长阶段，生产要素偏向点状分布，即分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

中心城市，与区域其他城市的空间联系较少，故在要素融合维度尚未产生明显的聚集效

应。从综合维度看，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在 2011年、2014年、2017年和 2020年的全

局Moran's I指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这表明东北三省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较

强的空间自相关属性，反映出区域间的城乡融合发展在当前要素—资源—空间“强联

系”和“强流动”的背景下存在紧密关联，满足地理学第一定律。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图4展示了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在2011—2020年间的局部

空间聚类情况，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维度看，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逐步显

化。截至2020年，辽宁的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成为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的高高集聚

区。以上城市位于沈阳都市圈，近年来各城市的交通路网、医疗服务、商业网点等设施

图2 2011—2020年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得分时序

Fig. 2 Chronological char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cores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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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具备了较为合理的城乡空间网络形态，以城带乡的能力逐步增强，进而形成

了高高集聚区。而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绥化和吉林的白城则是低低集聚区。上述城市地

处外围，区位条件较差，政治资源与经济实力无法与中心城市抗衡，城市集聚功能有待

完善，对城乡融合的带动作用也相对较弱，使其仍处于低低集聚区。低高集聚区分布在

辽宁的阜新和铁岭，作为资源依赖型城市，阜新和铁岭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先生

产后生活、先工业后城市”的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尤其在资金、技术、人才、财政等方

面面临较大约束，难以发挥以城带乡功能，使得城乡融合相较周边城市水平较低，故处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3 2011—2020年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得分的地区分布

Fig. 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cores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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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低高集聚区。高低集聚区分布于哈尔滨，这从侧面反映黑龙江的城乡融合存在“极

化”现象，省会城市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地级市。② 从时间维度看，东北三省城乡融合

发展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高高集聚区自2014年以来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主要分布于辽

宁中南部。低低集聚区基本分布在黑龙江，反映出黑龙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此

外，低—低集聚区的数量分布较为波动，在 2011—2020年间呈现出先减后增再减的倒

“N”型。低高和高低集聚区的数量变化并不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低高集聚区分布于

高高集聚区周边，高低集聚区分布于低低集聚区周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北三省城

乡融合的区域联动、协同推进特征并不明显，“以面带点”“以点带面”的功能均未体

现。整体看，高高和高低集聚区的城市个数在多数年份要低于低低和低高集聚区，说明

东北三省的城乡融合仍具备提升潜力。

3.1.3 空间变异趋势分析

将东北三省 34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转化为地理属性变量，利用GS+软件在高斯、

指数、球形及线性模型中选取拟合优度最高的模型以对变量进行拟合并求取其变差函

数。进而计算变异函数的分维数，并通过Kriging插值法模拟其演变趋势。

空间变差函数的结果显示，除2017年线性模型的拟合度最优外，2011年、2014年和

2020年高斯模型的拟合度均较高（表4）。模型选择的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在

不同时期的空间结构特征并不相同。决定系数在2011—2020年间整体呈增长态势，表现

出较强的空间自组织性，说明空间变异的随机成分逐渐趋弱。变程在研究后期发生了明

显变化，尤其在2017年由103.923 km增加到619.139 km，表明区域城乡融合的结构化空

间分异所引起的空间关联范围在不断扩大，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溢出效应也在显化。

从块金值和块金系数看，在2011—2020年均呈先降低后增大又降低的变化过程，这也说

明由空间相关所引起的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的结构化分异愈加明显。

变差函数的分维数结果显示（表5），全方向上的维数值呈“下降—上升—下降”的

变化趋势，表明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差异在研究期内呈先减小后增大又减小的特

征。从具体数值看，除2020年明显小于1.50外，其他年份均保持在1.80以上，反映城乡

融合发展的空间差异在全方向上的均质性较好，其空间差异更多体现在局部方向。其

中，在2011—2014年，东北—西南、东—西的均质性较好，各维数均在1.80以上且接近

理想分布，而南—北、西北—东南方向的各维数值差距较大，表明这两方向的差异性较

表3 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全局Moran's I指数

Table 3 Moran's I index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项目

年份

Moran's I

Z值

P值

项目

年份

Moran's I

Z值

P值

要素融合

2011

0.011

0.353

0.328

空间融合

2011

0.192

2.355

0.030

2014

0.012

0.581

0.300

2014

0.215

2.713

0.010

2017

0.032

0.589

0.260

2017

0.226

2.768

0.010

2020

0.188

2.291

0.020

2020

0.168

2.060

0.030

资源融合

2011

0.191

1.803

0.030

城乡融合

2011

0.271

3.139

0.010

2014

0.183

2.099

0.020

2014

0.245

3.146

0.010

2017

0.276

2.426

0.040

2017

0.439

4.531

0.010

2020

0.306

3.368

0.010

2020

0.262

3.307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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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随着时间发展，空间差异的具体分布也发生变异，2014—2017年，南—北、东

北—西南方向的均质性较好，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东—西和西北—东南方向；在2017—

2020年，空间差异则主要体现在东北—西南和西北—东南方向。

Kriging插值图能够直观反映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空间格局的差异特征及演变趋势（图5）。

图4 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局部空间聚类

Fig. 4 Local spatial clustering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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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以“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位序格局呈现“南高北低”

的分布特征。随着时间演变，2014年在该分布结构的基础上，辽中南城市群中的大连、

沈阳等地形成了高值孤点。而在 2014—2017年间的Kriging插值图则发生较大变化，高

值孤点彻底消失，南北差异有所拉大，即以“长春—吉林—白山”为界，在南部的沈阳

城市群出现了高值集聚区，而在北部的黑龙江形成了发展低谷。在2020年，由于受经济

转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城乡融合的上涨幅度有所放缓，辽宁

的部分资源型城市也出现了小幅下滑。该时期的Kriging插值图又再次演变为以大连、沈

阳、本溪、长春等为辐射核的“多核”结构，反映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的空间格局变异具

有路径回流特征。上述结果表明，构建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均衡格局，要积极发挥

大连、沈阳、本溪、长春及哈尔滨等极点城市的带动作用，构建点轴发展带，以期在社

会经济要素高速流动的背景下形成科学、协同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3.2 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

3.2.1 总体差异分析

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测度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差异程度（表 6）。整体

看，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基尼系数介于 0.107~0.132间，均值为 0.117，在研究

期内基本呈下降趋势。分阶段看，2011—2014年、2015—2018年、2019—2020年基尼系

数呈下降趋势，2014—2015年、2018—2019年则呈上升趋势。这反映出东北三省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在时间趋势上具有波动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应积

极加快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差异。

3.2.2 地区内与地区间差异分析

如表 6 所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地区内差异基本呈下降趋

势，表明三省内部的城乡融合发展差异逐步缩小。具体看，（1）黑龙江地区内差异的波

动较为显著，其基尼系数在2011—2014年急剧下降，但在2014—2015年出现小幅上涨，

相较2014年，该时期内基尼系数增加0.035，升幅约30.43%。随后，在2016—2020年，黑

表5 东北三省城乡融合格局变异函数分维数

Table 5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attern variability function fractal dimens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年份

2011

2014

2017

2020

全方向

D

1.894

1.813

1.956

1.436

R2

0.119

0.249

0.032

0.376

南—北

D

1.939

1.759

1.985

1.836

R2

0.012

0.193

0.001

0.055

东北—西南

D

1.739

1.808

1.931

1.749

R2

0.277

0.236

0.045

0.463

东—西

D

1.827

1.895

1.596

1.827

R2

0.077

0.059

0.587

0.137

西北—东南

D

1.753

1.679

1.785

1.482

R2

0.064

0.517

0.054

0.319

表4 东北三省城乡融合格局变异函数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4 Fitting resul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attern variogram model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年份

2011

2014

2017

2020

模型

高斯

高斯

线性

高斯

变程

138.564

103.923

619.139

119.511

块金值

0.001610

0.000010

0.003363

0.000010

基台值

0.005520

0.004550

0.006101

0.006760

块金系数

0.291667

0.002198

0.551221

0.001479

系数

0.000

0.283

0.196

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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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1—2020年基尼系数分解

Table 6 Decomposition of Gini coefficient from 2011 to 2020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均值

总体G

0.132

0.123

0.111

0.105

0.120

0.118

0.114

0.110

0.126

0.107

0.117

Gw

0.038

0.034

0.032

0.031

0.029

0.025

0.030

0.032

0.039

0.033

0.032

Gnb

0.075

0.075

0.069

0.061

0.089

0.091

0.075

0.065

0.076

0.055

0.073

Gt

0.020

0.014

0.010

0.013

0.003

0.002

0.009

0.014

0.012

0.019

0.012

组内差异

黑

0.128

0.106

0.094

0.080

0.115

0.068

0.083

0.104

0.087

0.091

0.096

吉

0.063

0.052

0.058

0.041

0.026

0.043

0.042

0.049

0.032

0.076

0.048

辽

0.111

0.106

0.098

0.106

0.078

0.079

0.116

0.094

0.141

0.100

0.103

组间差异

黑—吉

0.141

0.142

0.091

0.096

0.110

0.123

0.123

0.100

0.078

0.089

0.109

辽—黑

0.185

0.174

0.153

0.144

0.192

0.197

0.172

0.154

0.173

0.131

0.168

辽—吉

0.096

0.086

0.100

0.086

0.099

0.088

0.078

0.092

0.126

0.109

0.096

图5 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的空间演变趋势

Fig. 5 Spatial evolution tre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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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的基尼系数表现为“上升—下降—上升”的“N”形趋势。相较2011年，基尼系数下

降0.037，幅度约28.91%。（2）吉林各年度的基尼系数均低于黑龙江和辽宁，表明其地区

内差异并不明显。具体看，吉林的基尼系数处于0.026~0.076间，除在2013年、2016年、

2018年和 2020年发生小幅上升外，其余年份的基尼系数均处于下降态势。整体看，在

2011—2019年间，吉林城乡融合的基尼系数下降 0.031，幅度高达 49.21%。（3）辽宁城

乡融合的基尼系数在 2011—2013年发生下降，幅度为 11.71%。此后，在 2014—2020年

的研究期内呈波动变化特征，即 2013—2014年、2015—2017年和 2018—2019年是上升

期，2014—2015年、2017—2018年和2019—2020年是下降期，整体波动幅度较小。研究

期内，辽宁城乡融合的基尼系数下降0.121，幅度约10.00%。（4）从数值大小看，辽宁的

地区内基尼系数均值要依次大于黑龙江和吉林，表明辽宁内部城乡融合发展的不均衡现

象在三者中最为突出，黑龙江次之，吉林最后。依据城乡融合发展的测度结果不难发

现，辽宁城乡融合发展的内部差距较大，沈阳、大连、本溪等地的融合水平较高，而盘

锦、朝阳、铁岭、葫芦岛等地则远低于前述城市。其中，沈阳、大连等属于省内核心城

市，基本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城乡空间网络，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更强；而盘锦、朝阳等

城市处于被中心城市“空间剥夺”的发展阶段，表现出相对偏弱的城乡均衡发展能力，

导致城乡融合得分较低，进而使辽宁的地区内基尼系数相对较大。

地区间差异方面：（1）研究期内，黑—吉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相较2011年，

2020年基尼系数下降 0.052，降幅 36.88%。（2）辽—黑地区间基尼系数呈在波动中下降

的特征，除在2014—2016年、2018—2019年小幅上升外，其余年份均趋缓下降。2020年

辽—黑的基尼系数为0.131，相较2011年下降0.054，降幅29.19%。（3）辽—吉的基尼系

数则呈现小幅上升的特点，除在2011—2012年、2013—2014年、2015—2017年及2019—

2020年呈下降态势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上升态势。相较2011年，2020年辽—吉的基尼系

数上升0.013，增幅13.54%。从研究期内的数值大小看，黑—吉、辽—黑、辽—吉基尼系

数的均值分别为0.109、0.168、0.096，说明黑龙江与辽宁、吉林的发展差异均较大，而

辽宁和吉林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则较为接近。

3.2.3 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度

在研究期内，东北三省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总体呈不规则的波动下降态势。2011年

地区间差异的贡献为 28.79%，并在随后 3 年内呈平稳演进状态，基本保持在 28.00%~

30.00%。2015—2016年，东北三省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明显下降，仅为21.19%。此后4年

的地区间差异呈上升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最高值。纵观整个研究期，地区间差异的平均

贡献率达62.59%，虽在研究后期急速下降，但仍是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差异形成

的首要来源。地区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平均贡献率相对接近，分别为27.73%和10.00%。

由此可见，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差异形成的第二来源是地区内差异。超变密度对

总体差异的贡献相对较小，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17年以来，超变密度所引起空间差异

的比例已呈逐步上升态势。

3.3 城乡融合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3.3.1 α收敛

利用变异系数法对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α收敛进行测度，结果见图6。东北

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变异系数在研究期内均呈在波动中下降的特征。具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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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黑龙江和辽宁的变异系数

分别从 2011年的 0.244、0.247和 0.201

下 降 到 2020 年 的 0.204、 0.163 和

0.193，表明城乡融合发展的差距有所

缩窄，存在明显的α收敛。吉林的变异

系数从 2011 年的 0.113 下降到 2019 年

的 0.062， 但 在 2020 年 却 上 升 至

0.138，这反映由于吉林城乡融合发展

在研究期内的变化幅度较小，其离散

程度虽呈下降态势，但尚未表现出稳

定的α收敛特征。

3.3.2 绝对β收敛

本 文 采 用 Lagrange Multiplier

（LM）和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R-LM）检验来确定最优空间回归模型的选取。表7

检验结果所示，在进行绝对β收敛时，东北三省和辽宁选用SDM模型，黑龙江选用OLS

模型，吉林则选用SLM模型进行回归。

由结果可知，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β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表明东北三省及各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即在假定经济发展、金融效率、

政府干预权力、产业结构等外部条件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演，东北三省的城

乡融合发展会收敛于同一水平。结合β收敛系数可知，辽宁的收敛速度最快，吉林次之，

图6 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的变异系数

Fig. 6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表7 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的绝对β收敛结果

Table 7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resul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区域

模型选择

β

ρ

W×ln(yit)

LogL

R2

LM spatial error

R-LM spatial error

LM spatial lag

R-LM spatial lag

东北三省

SDM模型

-0.560***

(0.049)

0.398***

(0.129)

0.452***

(0.102)

247.960

0.293

9.552

(0.002)

10.069

(0.002)

4.456

(0.035)

4.972

(0.026)

黑龙江

OLS模型

-0.243***

(0.056)

0.212

2.190

(0.139)

0.116

(0.734)

2.078

(0.149)

0.004

(0.950)

吉林

SLM模型

-0.649***

(0.110)

-0.750***

(0.322)

87.339

0.307

0.071

(0.789)

2.133

(0.144)

0.933

(0.334)

2.944

(0.084)

辽宁

SDM模型

-0.846***

(0.079)

0.698***

(0.118)

0.497***

(0.112)

134.762

0.436

7.483

(0.006)

0.651

(0.420)

6.848

(0.009)

0.016

(0.900)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括号为标准误。LM及R-LM统计量下的为P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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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最慢。此外，无论是SLM模型还是SDM模型的ρ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

北三省、吉林和辽宁的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3.3.3 条件β收敛

（1）控制变量选取。在分析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条件β收敛时，需对其他变量进

行控制（表8）。借鉴相关文献，本文的控制变量选取如下：① 人均GDP（Pergdp）。经

济发展一方面能为周边农民提供更多生计选择，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带动乡村发展；另

一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也更有意愿去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促进城乡

表8 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的条件β收敛结果

Table 8 Conditional β convergence resul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区域

模型选择

β

λ

ρ

Pergdp

Dci

Urcae

Fde

Theil

W×ln(yit)

W×Control

LogL

R2

LM spatial error

R-LM spatial error

LM spatial lag

R-LM spatial lag

东北三省

SDM模型

-0.559***

(0.050)

0.355**

(0.137)

0.042

(0.063)

1.924

(11.967)

-0.011

(0.021)

0.011

(0.067)

-0.107

(0.080)

0.294

(0.185)

已控制

251.403

0.310

8.919

(0.003)

8.374

(0.004)

4.245

(0.039)

3.700

(0.054)

黑龙江

OLS模型

-0.434***

(-7.950)

-0.077

(0.129)

-8.469

(46.565)

0.085**

(0.038)

-0.040

(0.119)

0.016

(0.169)

0.257

0.907

(0.341)

1.033

(0.310)

1.579

(0.209)

1.705

(0.192)

吉林

OLS模型

-0.687***

(0.129)

0.053***

(0.030)

14.570

(20.613)

-0.258

(1.061)

0.099

(0.114)

0.055

(0.163)

0.342

0.590

(0.443)

0.423

(0.515)

0.936

(0.333)

0.769

(0.381)

辽宁

SEM模型

-0.951***

(0.085)

-0.746**

(-1.890)

-0.022

(0.114)

5.969

(11.530)

-0.041

(0.028)

0.147

(0.121)

-0.224**

(0.104)

154.687

0.356

13.456

(0.000)

9.791

(0.002)

5.937

(0.015)

2.273

(0.132)

注：**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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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32]。然而，经济发展也可能会造成城市地区更为严重的“极化”现象，使得要素单

向流动加剧，导致乡村地区要素禀赋持续丧失、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抑制城乡融合[36]。

② 财政分权（Dci）。学界在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方面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拥

有更大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更有动力去解决辖区内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及不公平问题，

从而促进城乡融合[32,33]；也有学者认为受当前传统政绩锦标赛体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往往

会将优质资源倾向分配到城市地区以获取经济增长，反而会拉大城乡差距，不利于城乡

融合发展[34]。考虑到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前提与保证，故本文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占东北三省总财政收入的比例来衡量财政分权。③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Urcae）。地方政

府能够通过政府支出的倾向性直接影响本辖区内特定事务的发展[37]。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作为反映地方政府对本辖区内城乡融合发展规划、投资及监管力度的重要指标，其不但

涵括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规划与管理支出，也涉及公共设施支出、环境卫生支出及

市场监管与监督支出。④ 金融效率（Fde）。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

值进行衡量。金融效率能反映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并通过加强城乡金融要素流动、提

供便利的城乡金融市场、缓解金融资本稀缺等方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34]。⑤ 产业结构调

整（Theil）。产业结构调整能通过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人口在不同就业部门间

流动等影响城乡融合发展[32]。采用产业结构偏离指数进行衡量，并以产业结构变动的泰

尔指数展开测算，公式如下：

Theil =∑
i

n

( )Yi Y ln
æ

è
çç

ö

ø
÷÷

Yi

Li

Y
L

式中：Yi和Y表示三次产业产值和其总产值（万元）；Li和L表示三次产业从业人员人数和

其总人数（万人）；i的取值为1~3。

（2） β系数分析。表9结果显示，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及辽宁的β收敛系数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表明在引入控制变量后，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及辽宁的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即随着时间演进，东北全域及各省的城乡融合发

展均会趋向各自稳态。与表7结果对比可知，条件β收敛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表明在考虑

经济发展、财政分权、金融效率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后，各地的收敛速度会加快，其中辽

宁收敛速度最快，吉林次之，黑龙江最慢。

（3）控制变量分析。不同控制变量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人均GDP（Pergdp）在吉林的回归呈显著正向影响。原因是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通过促进

土地、资本及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等手段得以实

现。这就使各地城乡融合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依赖更强。而近年来吉林的经济发展韧性、

恢复力等均呈现下行趋势，更使该省城乡融合发展对经济水平变动的敏感性更强，故其

影响相对显著。城乡社区事务支出（Urcae）在黑龙江的回归结果呈显著正相关。原因是

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公共事务的发展依赖于地方财政的具体分配，财政倾向于城乡社

区事务的投资支配将有利于推动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黑龙江近

年来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通过投入专项资金、建立经费管理机制等手段有序推进农

业发展和农村繁荣，进而能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城乡社区事

务支出指标在辽宁及吉林的回归样本中呈负向影响。该影响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也

表明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并非必然有利于城乡融合。原因是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作为一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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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源，容易受到城市“寻租行为”或农村“精英俘获”行为屡次出现的影响，阻碍了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对城乡融合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偏离指数（Theil）对辽宁的城乡融

合产生负向影响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当前产能过剩、产业创新能力不足

等“新疾”出现，在与体制建设不健全等“旧病”交织的背景下，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发

展均衡程度受到不利影响，进而导致不同产业部门间的协同能力较弱、提供的就业岗位

表9 稳健性检验：分时期东北三省城乡融合的β收敛结果

Table 9 Robustness test: β convergence resul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区域

收敛类别

模型选择

β

λ

ρ

Pergdp

Dci

Urcae

Fde

Theil

W×ln(yit)

W×Control

LogL

R2

LM spatial error

R-LM spatial error

LM spatial lag

R-LM spatial lag

2011—2015年

绝对收敛

SEM模型

-0.519***

(0.062)

-0.005

(0.274)

142.243

0.315

6.350

(0.012)

4.846

(0.028)

3.523

(0.061)

2.019

(0.155)

条件收敛

SDM模型

-0.569***

(0.063)

0.088

(0.250)

-0.056

(0.130)

-6.875

(16.422)

0.026

(0.037)

0.311*

(0.194)

0.295*

(0.183)

-0.472

(0.430)

已控制

146.422

0.360

3.245

(0.072)

0.197

(0.657)

3.065

(0.080)

0.017

(0.896)

2016—2020年

绝对收敛

OLS模型

-0.789***

(0.102)

0.373

1.372

(0.242)

0.886

(0.347)

0.881

(0.348)

0.396

(0.529)

条件收敛

OLS模型

-0.809***

(0.097)

0.037

(0.097)

73.474***

(27.709)

0.074**

(0.033)

-0.111

(0.095)

-0.138

(0.101)

0.485

1.820

(0.177)

2.341

(0.126)

0.853

(0.356)

1.373

(0.241)

注：*表示在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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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出现“就业破坏”效应，最终对城乡融合产生消极影响。

3.3.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 2016年国家连续颁布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在内的4个中央指导文件，不但标志着新一轮东北振兴的开始，也使东北三省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与前期存在明显变化，这可能会对全样本的收敛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为进一

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对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两个时段进行收敛性检

验。结果显示，在两个回归时段内，β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东北三省

城乡融合发展在这两个时段内均存在绝对及条件β收敛，也说明改变样本时期并未对前述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造成影响。

4 结论与对策

4.1 结论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东北三省 2011—2020年的城乡融合发展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

运用ESDA模型及空间变差函数法考察时空演变特征，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探讨区域

差异，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剖析空间收敛性。研究发现：

（1）东北三省的城乡融合发展在研究期内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其发展水平普遍偏

低，仍具备提升空间。研究期内，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存在地区差异，高值区分布在

辽宁、吉林等地，低值区位于黑龙江的部分城市。但随着时间发展，黑龙江与其他两省

的差异也呈缩小态势。

（2）东北三省的城乡融合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属性，区域间的城乡融合发展在要

素—资源—空间“强联系”和“强流动”的背景下存在紧密关联。高高集聚区集中在辽

宁，低低集聚区集中在黑龙江并演变为影响城乡融合水平提升的重点区域。空间相关所

引起的结构化分异愈加明显，该分异更多体现在局部方向并演变形成了以大连、沈阳、

本溪和长春为辐射核的“多核”分布结构。

（3）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基尼系数在研究期内基本呈下降趋势。从地区内

差异看，吉林的波动最大，黑龙江次之，辽宁最小。从地区间差异看，黑龙江与辽宁、

吉林的发展差异较大，辽宁和吉林的差异较小。从差异来源及贡献度看，地区间差异是

空间差异形成的首要来源，其次为地区内差异，第三为超变密度。

（4）东北全域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城乡融合发展均存在α收敛、绝对和条件β收

敛。其中，吉林的α收敛尚未稳定，辽宁的绝对和条件β收敛最快，黑龙江最慢。财政分

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人均 GDP 等因素会对不同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产生异质性

影响。

4.2 对策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

（1）采取差异化政策，助推城乡融合均衡发展。由于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在空间上仍

存在发展差异，故各级政府应选用更具有针对性的对策。① 针对发展水平较差的黑龙

江，政府应通过建立城乡要素流动机制、加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动城镇化建设等

手段撬动高质量城乡融合，缩小与辽宁、吉林的差距。② 针对发展较好的吉林和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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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发展重点放在解决地区内差异上，不但要积极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要

加大对低水平地区的财政投入，更要发挥两省对黑龙江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城乡融合

均衡发展。

（2）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由于东北三省城乡融

合发展在空间上具备关联，各市会受到邻近城市的影响。① 各级政府应高度关注城乡融

合的空间关联，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创新合作机制、发挥比较优势及避免恶性竞争等加

强城市在城乡融合发展议题间的合作。② 针对黑龙江北部的低低集聚区，政府应通过加

大财政支出、重点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促进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

的双向流动以激发上述城市的发展动力，打破空间锁定。③ 针对大连、沈阳、长春及哈

尔滨等城乡融合发展的高值区，政府应深化城乡关系改革力度，打破该区域存在的极化

现象，通过加强协同合作等积极辐射周边落后城市并带动其城乡融合发展。

（3）关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因素。① 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同时，引导政府打好

财政支出的“组合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其能够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改善项

目并避免“寻租”。② 加大金融资本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发挥，政府不仅要完善金

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资本监管力度，更要建立便利的城乡资本融合通道，提高金

融配置效率，进而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金融基础。③ 对于东北地区相对失衡的产业结构

而言，更应深化产业结构转型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以期形成“以工哺农、以农促

工”的良好格局；要强调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在引导农民进城的同时，也应

积极助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最终助力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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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China

PAN Zi-chun, MA Lin-yan, TIAN Peng-peng, ZHU Yu-chun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urban-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t the municipal scale,

with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as examples, the entropy method, ESDA method,

spatial variation function metho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method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tre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provinces showed an upward trend from 2011 to 2020, but

the development level was generally low, and there wa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2) The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had stro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properties, with

high and high agglomeration areas concentrated in Liaoning and low agglomeration areas

concentrated in Heilongjiang. (3) The overall Gini coefficient of urban-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provinces basically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and the sources of

spatial differences were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upervariable

density. (4) The urban-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region, and Heilongjiang,

Jilin and Liaoning has α convergence, absolute and conditional β convergenc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affairs expenditure, and GDP per capita will have

heterogeneous impacts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different

regions. Finally,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c factors affec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urban-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patio- 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convergence trend;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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